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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来两国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

根本动カ

,

中日经贸合作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

两者相互促进

、

相得益彰

。

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主线

,

可将

50

年来的中日经贸合作分为五个阶

段

,

各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对中日经贸合作发挥了不同的驱动作用

,

中日

经贸合作的主要指标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在方向上几乎完全趋同

,

两

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联动关系

。

中日经贸合作自身存在的互补性

、

互惠互利性

以及合作效应的外溢性也促进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

。

目前中日政治关

系比较紧张

,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减速压カ增大

,

双边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

大于机遇

,

短期走向不容乐观

;

但从长期着眼

,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下一个

50

年的中日经贸合作依然前景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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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

也是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节点之年

。

回首过去

50

年

,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

,

经历了风风雨雨

,

但单就双边经贸合作

而言仍可谓

“

风调雨顺

”、

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状态

。 1972—2021

年

,

中日双

边贸易额增长了

300

多倍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已超过

1200

亿美元

;

2007

年起

,

中国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

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

对象国

,

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

;

中日还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

起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

两国在国际社会责任共担

、

利益共享的新格局正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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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全球化的进展

,

中日开展经贸合作的

领域越来越宽

,

呈现出多元化

、

多样化

、

多渠道

、

高质量发展等特点

。

历史

经验证明

,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

,

双边经贸合作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

进器

。

政治关系紧张时

,

经贸合作是压舱石

、

稳定器

;

政治关系顺畅时

,

经

贸合作是推进器

。

半个世纪以来中日经贸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但毋庸置疑

,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是驱动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

,

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

规模如此巨大的中日经贸合作根本无从谈

起

。

与此同时

,

中日经贸合作也适应中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

,

与时俱

进

,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

两者相互促进

、

相得益彰

。

复杂

多变的中日政治关系会对双边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

,

特别是近年来

,

在中

美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

,

中日经贸关系面临诸多挑战

。

但是

,

随着新技术

革命蓬勃发展

、

数字经济不断兴起

、 “

双碳

”

目标提出以及

《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 (RCEP)

生效

,

中日经贸关系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特别是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

,

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引擎作用

,

拉动

下一个

50

年的中日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

中日经贸合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 2008

年之前

,

双边贸易

、

双向投资

和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DA)

构成中日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

; 2008

年日

本停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之后

,

贸易与投资成为中日经贸合作的基础和最

重要支柱

。

因此

,

本文拟以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为中心

,

对

50

年来中日经贸

关系的发展变迁进行梳理

,

并在此基础上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初步

预测分析

。

一

、

中日经贸关系

50

年发展演变

新中国成立至

1972

年中日复交前

,

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主要限于民间主

导的小规模贸易往来

; 1972

年以后

,

由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

中日贸易合作

进入

“

政府主导

、

官民并举

”

的新时期

。

接下来将以中国经济发展拉动中日

经贸合作为主线

,

参照中日经贸关系自身的特点和中日政治

、

外交关系等因

素

,

将

50

年来的中日经贸关系演变分为五个阶段

。

(

一

)

第一阶段

:

启动奠基期

(1972—1978

年

)

这一时期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启动期

,

也是奠基期

。

在邦交正常化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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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间就已经存在民间贸易往来

,

但规模很小

,

且受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

较大

,

很不稳定

,

时断时续

,

算不上规范的

、

有一定规模意义的双边经贸合

作

,

可视为中日经贸关系的准备期或萌芽期

。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

,

政

府从经贸合作的幕后走上前台

,

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

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实

现

“

四个现代化

”,

成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的最主要动力

。

为促使双边经贸关

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

作为政治文件的

《

中日联合声明

》 (

简称

《

联合声明

》)

特意增加了与经贸合作相关的具体条款

,

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

: “

为进一步发

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

,

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

,

同意

进行以缔结贸易

、

航海

、

航空

、

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

依据上述规定

,

中日有关部门积极进行磋商和谈判

,

于

1974

年签署了

《

中日贸易协定

》 《

中

日航空运输协定

》 《

中日海运协定

》, 1975

年又签署了

《

中日渔业协定

》。

至

此

, 《

联合声明

》

提及的各项经济协定全部得到落实

,

这一系列协议的签署为

构筑中日经贸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

。

1975

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

再次强调

要在

20

世纪内实现工业

、

农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

“

四个现代化

”

目标

,

由此

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

设备引进产生了巨大的客观需求

。

加之中日关系顶

层设计得到确立

,

基础经济协定陆续签订

,

扫清了发展障碍

,

使中日贸易得

到迅速发展

。

据日方统计

, 1972

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

11.0

亿美元

, 1978

年猛升至

50.8

亿美元

,

是

1972

年的

4.6

倍

,

年均增长率高达

32.0%。

①

在技

术贸易方面

,

从

1972

年到

1978

年

,

中国从日本引进了

37

项成套设备

,

先进

设备的引进极大促进了中国的

“

四个现代化

”

建设事业发展

。

值得一提的是

,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引进的日本

“

一米七轧机工程

”

项目在武钢落地

。

该系

统具有大型化

、

高速化

、

连续化和自动化的特点

,

热连轧机轧钢速度最大为

每秒

23.3

米

,

轧制过程由

25

台计算机控制

,

属于当时世界一流的连铸热轧

技术

。

该项目的引进改变了中国轧钢行业传统落后的局面

,

也为宝钢项目的

引进奠定了技术与人才基础

。

与此同时

, 1976—1978

年的中日经贸合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最主要

表现为中国在外汇严重短缺的情况下

,

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

,

结果触碰国际收支

“

天井

”,

出现了合同难以履行甚至违约的风险

。

后来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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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参见

: UNComtradeDatabase,

https: //comtrade.un.org[2022 -03 -11]。

以下没有标注来源的

、

有关中日贸易的数据

,

均来源于该

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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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对华提供日元贷款

,

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 1978

年

2

月签订的

《

中日长

期贸易协定

》

确定了未来八年中日贸易的具体内容与指标

,

为双边贸易稳定

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同年

,

双方又缔结了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以法

律形式规定和保障中日关系从邦交正常化进入和平友好时期

,

为两国经贸合

作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

。

这一时期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日本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

、

日中经济协会

、

经济团体联合会

(

简称

“

经团联

”)、

日本贸

易振兴会等团体进行积极频繁的交流

,

对构筑中日经贸合作的良性循环机制

做出了重要贡献

。

第一阶段也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

呈现出

“

政经双热

”

的

局面

。

(

ニ

)

第ニ阶段

:

拓展合作期

(1979—1991

年

)

1979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

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

也推动中日

经贸关系全面起飞

,

即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往来走向包括贸易

、

直接投资和政

府资金合作在内的多方位经济合作

。

这一阶段

,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迸发

出巨大生产力

,

对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了强烈需求

,

日本也看到

中国市场的巨大商机

,

双方优势互补

,

加之政治关系顺畅

,

因此中日在贸易

、

投资等各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快速发展

。

第一

,

双边贸易

。 1979

年

,

中日贸易总额为

66.5

亿美元

, 1981

年达

103.9

亿美元

,

首次突破

100

亿美元大关

; 1991

年

,

中日贸易总额达到

227.9

亿美元

,

突破

200

亿美元大关

,

十年跃升了两个台阶

。 1979—1991

年间

,

中

日贸易额增长了

2.4

倍

,

年均增长率达到

14.0%。

这一阶段

,

中国经济发展

对日本的依赖度呈上升趋势

,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日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中的占比基本都在

20%

以上

, 1985

年甚至高达

28.6%。

中国对日贸易

结构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 1979

年

,

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主要为食品类

、

原

料类

、

矿物燃料和纺织品等初级产品

,

占比为

89.5%,

而日本对华出口产品

主要为化学制品

、

金属及制品

、

钢铁和机电类等产品

,

占比为

89.3%,

中日

贸易呈现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

。

到

1991

年

,

中国对

日出口的初级产品占比降至

73.2%,

较

1979

年下降了

16.3

个百分点

。

①

第二

,

直接投资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

1979

年

,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日

本企业看到了商机

,

尤其看好中国优质廉价的劳动力

、

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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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数据根据日本大藏省出版

《

财政金融统计月报

》

登载的

“

国际收支特集

”

计算得出

。

参

见

: 大
蔵

省财政金融研究所编 『财政金融统计月报』、大
蔵

省出版局、1992—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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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开始向中国投资设厂

。

但在初始阶段

,

日本企业还是十分慎重

,

投资

规模很小

, 1979—1985

年的七年间仅投资

27

件

,

累计投资金额仅为

8.3

亿美

元

,

年平均投资

1.19

亿美元

。

①

投资主要集中在深圳

、

珠海等沿海地区

,

1979

年日本公司在福建省福州市投资成立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

,

是早期

日本对华大规模投资的代表

。 1984

年中国决定开放上海

、

大连

、

青岛

、

福州

等

14

个沿海城市

, 1990

年又决定开发上海浦东新区

, “

长三角

”

连片发展

,

按经济特区的标准对前来投资的外资企业给予优惠措施

,

投资政策更加宽松

。

与此同时

, 《

中日税收协定

》

开始施行

,

长期困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税收抵

免问题得以解决

。 1985

年

“

广场协议

”

后日元迅速升值

,

进一步激发了日本

企业对外投资热情

,

日本对华投资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 1984—1991

年

,

日本

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

31.7

亿美元

,

年均投资额升至

3.8

亿美元

。

日本企

业向中国大量投资设厂

,

不仅自身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

同时提升了中国的现

代化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

。

第三

, ODA。

日本对华

ODA

始于

1979

年

,

是一种基于历史原因的特殊资

金安排

。

当时日本之所以决定向中国提供

ODA,

主要有几方面考虑

:

第一

,

维持良好的中日关系和中国的稳定发展

,

将中国打造成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

这符合日本的长期利益

;

第二

,

解决中方从日本大量订购成套设备的外汇资

金缺口问题

;

第三

,

两次石油危机迫使日本采取替代石油战略

,

日方希望从

中国获取更多的煤炭

。

而中国决定接受日本

ODA

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

。

当时

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

中国国内百废待兴

,

大规模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建设都急需资金

,

特别是外汇和先进技术

。

虽然存在各种政治风险和经济风

险

,

中国政府还是决定接受日本资金援助

,

以加快本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步伐

。

②

日本对华

ODA

主要包括日元贷款

、

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

,

其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所占比例最大

,

约为

91.6%,

无偿资金援助和

技术合作金额各占

4.2%

左右

。

截至

2007

年

12

月

,

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

提供日元贷款

3.3

万亿日元

,

用于

255

个项目的建设

;

对华无偿援助累计

1398

亿日元

,

用于

141

个项目的建设

。

③

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大致可划分为

—27—

①

②

③

长期以来

,

中国统计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分为合同金额

(

也称

“

协议金额

”)

与实际到位金

额

(

也称

“

实际利用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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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

,

即

1979—2000

年的多年度贷款时期和

2001—2008

年的单年度贷款

时期

。 1979—1991

年间

,

中国接受的日元贷款是前三期的多年度贷款

,

合计

约达

1.2

万亿日元

,

主要用于能源设施和铁路

、

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

日本

对华

ODA

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充当了

“

开路先锋

”,

也对中国的改革开

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日元贷款一直占中国接受国外

官方资金援助的一半左右

,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外部配套资金发挥

了重要作用

。

综观第二阶段

,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总体十分顺畅

,

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最突出的是贸易不平衡问题

。

按中方统计

, 1979—1991

年间

,

除

1982

年

、

1990

年和

1991

年外

,

中国对日贸易均出现逆差

, 1985

年甚至高达

85.4

亿美

元

。

如此高额的贸易逆差

,

对于当时严重缺少建设资金特别是外汇的中国而

言确实难以承受

。 1986

年中日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共识

,

日方表示愿意在扩大

出口能力

、

建设出口商品基地等方面对中国给予帮助

,

此举使中国纺织品对

日出口有了很大增长

,

至

1991

年中日贸易不平衡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

总之

,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驱动

,

中日经贸关系进入了贸易

、

投资

、

政府

资金合作三位一体的多领域合作阶段

,

加之双方政治关系良好

,

中日关系

“

政经双热

”

的局面得以持续

。

(

三

)

第三阶段

:

加速发展期

(1992—2000

年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

,

中日

经贸交往机制也从

“

政府主导

、

官民并举

”

逐渐走上市场主导的轨道

。 1992

年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在外贸经营方式

、

外汇管理

、

进出口管

理

、

关税等税收优惠

、

产业投资等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

极大促

进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

。

这一时期

,

中日双边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

而且十分稳定

,

贸易总额从

1992

年的

288.5

亿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854.9

亿美元

,

增长近两倍

,

年均增

长率达到

16.6%;

除

1998

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出现负增长

,

其余年份均为

正增长

,

其中

1992—1995

年增长速度最快

,

年均增速高达

26.3%。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此阶段

,

中国对日贸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 2000

年中国对日出口

产品中的初级产品占比已降至

10%,

而制成品占比高达

90%。

①

中日之间的

—37—

① 张季风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特点

》 , 《

日本学刊

》 2001

年第

3

期

,

第

28—45

页

。



 

日本学刊

 2022

年第

4

期

相互依赖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

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14.3%

升至

1996

年的

20.7%, 2000

年又降至

17.5%,

此后一直呈

下降趋势

。

同期

,

中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

,

从

5.1%

升至

9.9%,

此后继续上升

。 2000

年

,

中国成为日本第二大进口国和主

要出口国

。

再看直接投资

, 1992

年以后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第二次高潮期

。

据

中方统计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实际到位金额一路攀升

, 1992

年为

5.3

亿美

元

, 1993

年达

8.3

亿美元

, 1994

年升至

17.9

亿美元

, 1995

年更达到峰值为

31.8

亿美元

,

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危机叠加的困难时期

1997

年和

1998

年也分别达到

18.6

亿美元和

13.0

亿美元

。 1992—2000

年

,

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额累计达

245.2

亿美元

,

年均投资规模为

27.2

亿美元

,

无论累计投资

总额还是年均投资额

,

都比

1979—1991

年间数据的六倍还多

。

这一时期日本

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

,

仍以利用廉价劳动力

、

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为主

,

但已

开始注重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

。

从投资行业结构来看

,

从服装加工以及商

业

、

服务业等非制造业为主转向制造业

,

对制造业投资占比高达

80%

左右

,

普通机械

、

电子机械

、

运输机械

、

化工等成为重点投资行业

。

从投资的地区

结构来看

,

主要分布在辽宁

、

上海

、

北京

、

天津

、

广东

、

江苏

、

浙江等沿海

地区和中心城市

。

单项投资规模也从每项

80

多万美元上升至

200

多万美元

,

与美国对华单项直接投资规模不相上下

。

①

从

ODA

来看

,

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华日元贷款依然采取多年度计划贷款方

式

,

但

1996—2000

年的第四期日元贷款

,

其贷款形式由原来的

“

多年度一揽

子决定方式

”

改为

“3 +2

方式

”,

前三年额度合计为

5800

亿日元

,

后两年为

3900

亿日元

,

大多用于铁路

、

桥梁

、

机场

、

港口

、

能源

、

环境治理等建设项

目

。

需要留意的是

,

日元贷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时期逐渐显

露出来

,

日元贷款在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

,

最高年份

为

1994

年高达

27%,

到

1997

年始终占

1/4

左右

。

②

可见

,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

展

、

外资极为短缺的时期

,

日元贷款发挥了最大的边际效用

。

概观第三阶段的中日经贸合作

,

整体而言比较顺畅

,

贸易

、

投资和政府

资金合作同步推进

,

扎实稳定且增速较快

。

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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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开始降温

,

日本国内出现了

“

中国威胁论

” “

中国崩溃论

”

等杂音

,

但总

体看

,

非经济因素对双边经贸合作的影响不太大

,

中日关系呈现出

“

政温经

热

”

的局面

。

(

四

)

第四阶段

:

腾飞深化期

(2001—2011

年

)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是中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

、

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 2001—2011

年

,

中国实际

GDP

实现了年均增

长

10.5%,

赢得了经济发展的

“

十年黄金期

”。

这一阶段

,

尽管中日政治关

系比较紧张

、

经济竞争摩擦不断

,

但在中国经济的强劲拉动下

,

中日经贸合

作依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

中日经贸合作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

从过去的

双边

“

友好协商

”

机制转变为

“WTO

框架

”

为主的合作机制

①

;

还有经贸合

作的模式

,

也从过去的

“

垂直合作

”

向

“

水平合作

”

方向发展

。

2001—2011

年

,

中日双边贸易发展异常迅速

。 2002

年中日贸易总额突破

1000

亿美元大关

,

达到

1016.1

亿美元

; 2006

年突破

2000

亿美元大关

,

达

2113.0

亿美元

; 2010

年跨越

3000

亿美元大关

,

达到

3026.5

亿美元

; 2011

年

更达

3459.2

亿美元

。

这十年成为中日贸易发展最快的时期

,

双边贸易额连续

攀上三个大台阶

,

在基数已经很大的条件下

,

年均增长率高达

14.2%,

在世

界贸易史上也属罕见

。 2007

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

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

2001

年的

12%

升至

2011

年的

20.6%,

明显呈扩

大趋势

。

这一时期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

。

中国

“

入世

”

后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

,

加之

“

西部大开发

”

的启动

,

给外商带来无限

商机

,

日本企业更加看好中国经济发展预期

,

加大对中国投资力度

。

据中国

商务部统计

, 2001

年中国实际利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达

43

亿美元

,

同比

增长

49.1%,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进入第三次高潮期

; 2005

年达到峰值为

65.3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20%,

此后进入三年左右的投资消化期

; 2009

年又进入第

四轮高潮期

, 2011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

63.3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55%

(

受投资滞后性影响

,

峰值出现在

2012

年

,

投资金额为

73.5

亿美元

)。

2001—2011

年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

519.2

亿美元

,

年均

47.2

亿美

元

,

无论累计投资总额还是年均投资规模

,

均比前一阶段明显扩大

。

这一时

期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

,

占比在

75%

以上

,

其中运输机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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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最为集中

,

顺应了中国进入汽车社会所产生的巨大需求

。

日本企业对华投

资动机开始向

“

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

+

占领消费市场

”

双重目标转换

,

投资

地区也呈现出向内陆和西部地区扩展的特点

。

不仅如此

,

在华日资企业的投

资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独资企业增多

,

具有地区统合性质的

投资公司大量出现

,

制造业以外的流通业

、

零售业

、

餐饮业等

“

市场获得型

”

投资明显增加

。

①

另一方面

,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规模也逐步扩大

,

成为这一时期中日经贸

关系的重要亮点

。

实际上

,

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9

年

11

月

,

北京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

“

京和

股份有限公司

”。

此后

,

中国又在日本设立了一些技术咨询公司

、

建筑工程公

司

、

船舶代理公司

、

海运服务公司等服务型企业

,

宝钢集团

、

中国银行

、

五

矿集团

、

中远集团

、

中化集团

、

交通银行

、

中海运集团

、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等相继成立在日分支机构

。

但是

,

进入

21

世纪之前

,

中国对日投资的项目数

和金额均停留在较小规模

,

每年仅几百万美元

,

而且办事处所占比例较大

,

甚至超过一半

。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应该是在

2001

年以后

,

在

“

走出去

”

战略掀起的热潮中

,

中国企业

(

不含港澳台地区

)

的对日投资发

生了很大变化

,

主要以获取技术专利

、

开拓国际销售网络和学习先进管理技

术为目的

,

开始采取并购等形式

。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

2002

年

1

月上海电

气集团成功收购日本三大印刷机械制造企业之一的秋山机械公司

,

此后海尔

与三洋

、

海信与住友商事

、

格兰仕与加贺电子

、 TCL

与松下电器等先后建立

产销联盟

,

实现市场互换

。

当然

,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

,

即便

是近十年来年平均投资额也仅为

3

亿美元左右

,

规模尚小

,

与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无法相比

,

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也微乎其微

。

但这毕竟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

,

其意义在于改变了日本对华单向投资局面

。

在这一时期

,

存续了近

30

年的对华日元贷款圆满结束

。 2001

年以后

,

日

元贷款的借款形式由多年度方式改为单年度方式

,

由中日两国政府每年协商

确定额度

;

而且日方强调要资助能获得日本国民理解与支持的项目

,

为此在

考虑

“

国家利益

”

的情况下逐一仔细审查

。 2001—2007

年

,

对华日元贷款逐

年减少

,

七年间累计金额为

6521

亿日元

。

这一时期日元贷款主要投向环境治

理

、

人才培养等方面

,

集中于中国中西部地区

,

其占比高达

90%。 2007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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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

,

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

2007

年度日元贷款政府换文

,

贷款金额为

463.02

亿日元

,

用于六个环保项目建设

。

这是日本最后一次对华提供低息长

期贷款

,

至此日元贷款圆满结束

,

日本对华

ODA

的所有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

日元贷款结束后

,

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开启了新的模式

,

即人民币

—

日元直

接交易

,

分别在上海和东京设立了交易市场

;

在财政方面也开始互购国债

,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持有日本国债

18

万亿日元

,

成为日本最大的债权国

。

①

但是

,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日贸易

、

投资规模的扩大

,

中日之间也

出现了各种经济摩擦

。

首先是贸易摩擦接连出现

,

如

2001

年

2

月出现的中日

纺织品贸易摩擦

、

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等

。 2001

年日本在未与中方达成一致

的情况下

,

单方面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大葱

、

鲜香菇

、

蔺草席等三种农产品

实施

“

紧急限制进口措施

”,

损伤了此前双边

“

友好协商

”

的传统机制

;

对

此

,

中国采取了强烈的反制措施

,

最终使这场贸易摩擦得以解决

。

其次是投

资领域也开始出现问题

。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

日本出现了所谓

“

中国威胁

论

”,

将所谓

“

产业空心化

”

归罪于中国

,

所以

2005

年经济产业省出于经济

安全的考量提出了

“

中国

+1”

的方针

,

引导民间企业调整乃至减少对华直接

投资

、

增加对东盟地区投资

,

成为

“

去中国化

”

的前奏

。

另外

,

日本政府在

2007

年前后提出结束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

但是其国内右翼

势力以及右翼媒体对此进行恶意炒作

,

导致杂音四起

,

使日本对华

ODA

这一

对中日两国带来双赢的好事变成了中日间的

“

问题

”。

最后

,

中日有关部门经过

谈判协商并宣布

“2008

年结束近

30

年的日元贷款

”,

总算做到了

“

善始善终

”。

在第四阶段尤其是

2001—2005

年

,

小泉纯一郎首相多次参拜供奉二战甲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

加之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言行

,

严重损害

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

导致双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

两国首脑外交几乎中

断

。 2006

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后

,

中日关系稍有好转

,

但依然波折不断

。

与恶化的政治关系相比

,

中日经贸合作关系依然坚挺

,

双边贸易与投资甚至

出现了史上最高水平的快速扩张

。

中日关系呈现出鲜明的

“

政冷经热

”

局面

。

(

五

)

第五阶段

:

转型磨合期

(2012

年至今

)

2010

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日本失落感增强

,

战

略焦虑凸显

。

从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来看

,

以

2010

年

9

月

“

撞船

”

事件为转折

—77—

① 日本国际收支统计数据

,

转引自

: 《

中国持日本国债

1.46

万亿人民币 创下历史新高

》, 《

新京

报

》 2012

年

6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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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中日关系转冷

, 2012

年日本政府悍然宣布钓鱼岛

“

国有化

”

更使两国关

系降至冰点

。

①

恰好在同一年

,

中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

从年均两位

数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

进入

“

换挡期

”

和

“

新常态

”,

开始进行

“

三去一补一降

”

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

中日关系恶化

、

中国经济减速

,

加上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冲击等多重影响相叠加

,

使这一阶段的中日经贸合作

进入后退和徘徊的低潮期

。

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

中日之间原来的经济合作

模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

中日经贸关系进入转型磨合期

。

这一时期的中日双边贸易整体呈现后退

、

徘徊和波动的局面

。 2012—

2015

年

,

双边贸易总额出现连续四年

(

若按中方统计为连续五年

)

负增长

,

这在中日贸易史上尚属首次

。 2016

年中日贸易总额为

2698.4

亿美元

,

较高峰

期

2011

年的

3459.2

亿美元下降了

28.2%,

出现大倒退

。 2017

年和

2018

年

,

中日关系出现短暂改善

,

中国经济也趋于稳定和好转

,

中日贸易随之恢复

,

双边贸易总额分别出现了

10.0%

和

6.9%

的较高增长

,

但

2019

年再次跌入负

增长

。 2020

年新冠疫情突袭而至

,

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

中日贸易却逆

势增长

,

取得了

0.4%

的微弱正增长

,

双边贸易额达

3052.5

亿美元

,

但仍未

恢复到

2011

年的水平

。 2021

年的双边贸易总额

,

按中方统计为

3714.0

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17.1%,

按日方统计为

3493.1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4.4%,

②

均

创下历史新高

。

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

2021

年中日贸易增长率很高

,

但如果横

向比较仍稍显逊色

,

不仅远低于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速

(30%),

也低于日本

对外贸易总额增速

(15%),

更低于中美贸易增速

(28.7%)

和中韩贸易增

速

(26.9%)。

③

综观

2012—2021

年的十年间

,

中日双边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

1.12%,

与此前

30

多年的年均两位数增长相比差距甚大

,

这说明中日贸易尚

处于徘徊状态

,

并未从低潮中走出

。

这一时期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

。

由于投资合同是先期签

署的

,

实际投资将有迟滞

,

所以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

2012

年

,

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反而同比增加

16.1%,

投资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73.5

亿美元

,

但此后出

现连续四年负增长

, 2016

年仅为

31.0

亿美元

,

不及

2012

年的一半

。

与双边

贸易同步

, 2017

年和

2018

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了两年的正增长

,

但

—87—

①

②

③

张季风

: 《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

:

机遇与挑战

》, 《

国际论坛

》 2020

年第

3

期

,

第

21

页

。

财务省 ■报道発表令和 3 年分 (输出确报 输入速报 (9 桁))■、https: //www.customs.go.

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1/202128d.xml[2022 -01 -29]。

《

海关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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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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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和

2020

年再次跌入负增长

, 2021

年转为正增长

,

增幅达

16%,

投资

额为

39.1

亿美元

,

刚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半

。

如果依据日本财务省的

“

国际收支统计

”, 2019

年

、 2020

年和

2021

年

,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连续三

年下降

,

降幅分别为

-4.7%、 -6.6%

和

-1.6%。

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量

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主要可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考虑

。

就经济因素

而言

,

其一

,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

日企投资预期下降

;

其二

,

中国劳动力成

本上升过快

,

人均工资已远超东南亚地区的越南

、

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

;

其

三

,

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变化

,

优惠政策减少

,

来自中国企业以及其他外企

的竞争加剧等

。

非经济因素则主要有新冠疫情的影响和中日政治关系恶化

。

新冠疫情的负面影响人所共知

,

在此不做赘述

。

从政治因素看

,

日本政府紧

随美国遏制中国

,

经济上

“

去中国化

”

的政策直接阻碍了日企对华新增投资

。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急剧下降相比

,

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取得

了一定发展

。

从投资规模来看

,

近几年每年大体在

4.5

亿美元左右

, 2021

年

为

8.1

亿美元

,

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

中国对日投资涉及机械

、

电子

、

软件

以及流通

、

零售等领域

,

并购当地企业件数有所增加

。

但是

,

由于日本市场

的封闭性

、

企业相互持股等各种

“

经营惯行

”

潜规则的存在

,

再加上意识形

态等因素的影响

,

总体来看

,

中国企业的对日投资进展缓慢

,

截至

2022

年

4

月

,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金额累计为

50.8

亿美元

,

与日本对华投资累计

1229.9

多亿美元相差甚巨

,

极不平衡

。

令人欣喜的是

RCEP

成功签署并且生效

,

无疑是这一时期灰暗底色中的

一个耀眼亮点

。

其实

,

早在

1997

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后

,

中日两国在应对东

亚区域各种危机的过程中就通过

“10 +3”

机制等平台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 20

多年来

,

众多学者在研究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时

,

将

“

亚洲版欧盟

”

作为未来

方向

,

这恐怕也是东亚大多数国家所期许的

“

亚洲梦

”。

如今这一梦想正一步

步走向现实

, 2012

年由东盟发起

,

成员包括东盟十国

、

中国

、

日本

、

韩国

、

印度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

16

个国家

,

自

2013

年启动谈判

,

历时八年

,

历

经

30

多次艰苦谈判

,

最终印度退出

、 15

个国家参加的

RCEP

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

,

并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

。

这是东亚地区国家以实际行

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步

,

对深化区域经济一

—97—

①

财务省 『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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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

、

稳定全球经济具有标志性意义

。

在

RCEP

乃至当前东亚区域合作体系

中

,

东盟始终扮演着体制枢纽与协商平台的角色

,

但很显然

,

东盟无法独立

承担

RCEP

构建及运转的责任

,

需要得到区域大国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支持

,

因为无论基于能力还是意愿

,

中日两国都必然在

RCEP

的推进发展中占据最

大权重

。

事实上

,

中日两国在

RCEP

的筹划与谈判中确实发挥了实质性的关

键作用

,

并促使其最终得到签署与生效

。 RCEP

的签署与生效对中日经贸合作

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自此中日之间也有了自贸安排

,

为中日韩

FTA

谈判

和中国加入

《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

打下了基础

。

综观这一时期

,

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中日经贸合作的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

,

过去以贸易

、

投资为主的中日经贸合作机制也随之改变

,

出

现了多维度

、

多渠道

、

多样化的合作局面

。 2017

年以后

,

随着中日关系的改

善

,

不仅双边贸易

、

投资和区域合作得以恢复

, “

一带一路

”

框架下的中日第

三方市场合作也取得显著成果

, 2018

年双方签订了总额达

182

亿美元的

52

项

合同

。

同年

,

中日还签署了总额为

2000

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

这意味着中日

时隔五年重启货币互换

、

恢复了金融合作

。

中断五年之久的中日节能环保综

合论坛也于

2017

年得以恢复

,

而且

2020

年中国宣布将在

2030

年和

2060

年分

别实现

“

碳达峰

”

和

“

碳中和

”

目标以后

,

中日两国在

“

双碳

”

领域的合作

不断深入

,

特别是两国企业在氢能源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十分踊跃

。 2020

年

6

月

,

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成都

、

天津

、

大连

、

上海

、

苏州

、

青岛等六个城市设

立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

,

当年

10

月底又批准了北京建设

“

中日创新合作

示范区

”。

这些中日产业园和示范区正蓄势待发

,

积极与日方开展合作

,

为疫

情后的经济合作做好各种准备

。

这也为吸引日资企业对华投资以及中日两国

推进在金融

、

投资

、

科技创新以及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

总之

,

第五阶段的中日经贸关系明暗相间

、

有起有落

,

中日政治关系

比较紧张

,

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和中国经济减速等多种不利因素叠加

,

中日

经贸合作总体处于低潮期

,

中日关系呈现出人们不愿看到的

“

政冷经凉

”

局面

。

二

、

中日经贸关系的基本特点

综观

50

年来的中日经贸合作

,

有高潮

、

有低潮

,

但总体处于健康发展状

态

,

并且具有很强的韧性

。

目前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

特别是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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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链

、

供应链

、

价值链方面的合作十分紧密

,

经济依存度很高

,

形成了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的局面

。

中日经贸合作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

主要是中国经济拉动的结果

,

是由中日经贸关系自身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

(

一

)

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源于中国经济的驱动

回首中日经贸关系

50

年来的发展历程

,

不难看出其每一阶段的发展与壮

大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

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驱动中日经济合作关系

发展的根本动力

,

中日经贸合作则适应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步前

行

,

为中国经济崛起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

两者相互促进

、

相得益彰

。 20

世纪

70

年代

,

中国掀起实现

“

四个现代化

”

的热潮

,

拉动了中日贸易的蓬勃发

展

。 1979

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

,

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新时代

,

经

济迅速起飞

,

中日经贸关系也紧跟时代步伐

,

进入贸易

、

投资

、

政府资金合

作的多方位发展阶段

。 1992

年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从

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

,

对外贸政策

、

投资政策等进行了市场化调

整

,

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了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

在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

强大牵引下

,

中日经贸关系也愈发走向成熟

,

迎来了加速发展期

。 2001

年中

国加入

WTO

后实施全方位开放

,

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之中

,

中国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

,

中日经贸关系迅猛发展

。 2012

年中国经济进入

“

新常态

”,

从

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

加之中日政治关系紧张

,

双边经

贸合作随之减速

,

进入低潮期和转型期

。

如表

1

所示

,

在这五个阶段中

,

中

日经贸关系中最基础部分

———

双边贸易和投资

———

的增速

、

规模等主要指标

,

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应指标在方向上几乎完全趋同

,

联动性十分明显

。

可以

说

,

正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劲驱动

,

才使得中日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

中国经济

的强韧性也赋予了中日经贸合作的强韧性

。

(

ニ

)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中日在自然禀赋和生产禀赋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技术

、

资金

、

劳动力

成本

、

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

;

由于比较优势不同

,

中日之间

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

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

依赖关系的基础

。

①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

这正是国际贸易的原点

所在

。

—18—

① 张季风

: 《

互补

、

互惠

、

互动的中日经贸合作

》, 《

日本研究

》 2007

年第

4

期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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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0

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变迁的主要数据

启动奠基期

(1972—1978

年

)

拓展合作期

(1979—1991

年

)

加速发展期

(1992—2000

年

)

腾飞深化期

(2001—2011

年

)

转型磨合期

(2012—2021

年

)

标志性事件

中 日 邦 交 正 常

化

; “

四个现代

化

”

热潮

;

和平

友好条约缔结

中国改革开放

;

中 日 贸 易

、

投

资

、 ODA

全面经

济合作

中国开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

;

中日关系

成熟期

中国加入

WTO;

中 国 经 济 高 速

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

,

中高速增

长

;

中日关系复

杂化

中国经济

GDP

年均

增长率

7.2% 8.3% 10.5% 10.45% 6.7%

金额

2530

亿元

→

3679

亿元

4100

亿元

→

18873

亿元

27195

亿元

→

100280

亿元

100863

亿元

→

489301

亿元

540367

亿元

→

1144000

亿元

倍数

1.45

倍

4.60

倍

3.69

倍

4.85

倍

2.12

倍

中日双边

贸易

迅速增长 稳定增长 平稳增长 快速发展 低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

32.0% 14.0% 16.6% 14.2% 0.39%

金额

11.0

亿美元

→

50.8

亿美元

66.5

亿美元

→

227.9

亿美元

288.5

亿美元

→

854.9

亿美元

888.6

亿美元

→

3459.2

亿美元

3326.9

亿美元

→

3493.1

亿美元

倍数

4.6

倍

3.4

倍

2.96

倍

3.9

倍

1.0

倍

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

快速增长 平稳增长 快速发展 低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

30%

以上

25.2% 10.1% -2.9%

年均投资额

3.1

亿美元

27.2

亿美元

47.2

亿美元

43.1

亿美元

累计投资额

41.2

亿美元

245.2

亿美元

519.2

亿美元

430.9

亿美元

日本对华

日元贷款

多年度计划

:

第一期

(1979—1983

年

), 3300

亿 日 元

;

第 二 期

(1984—1989

年

), 5400

亿日元

;

第三期

(1990—1995

年

), 8100

亿日 元

;

第 四 期

( 1996—2000

年

), 9700

亿日元

单年度计划

:

2001—2007

年

逐年减少

,

总

额 为

6521

亿

日元

中国对日

直接投资

起步阶段 缓慢发展

年均增长率 起落幅度较大

25.9%

年均投资额 约

0.7

亿美元

4.5

亿美元

累计投资额 约

8

亿美元

44.9

亿美元

区域经济合作

1998

年

“10 +3”

机制

;

金融合

作

; 2000

年

“

清迈倡议

”

RCEP ( 2013

年启动谈判

,

2020

年签约

,

2022

年生效

)

  

资料来源

: (1)

双边贸易数据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 (2)

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数据源于中国商务部

; (3)

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

, 2003—2007

年来自

《

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 2008—2020

年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

年度数据

”, 2021

年来自中国商务部

“

统

计数据

”。

参见

: UNComtradeDatabase, https: //comtrade.un.org[2022 -03 -11];

商务部

: “

统计数

据

”, http: //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22 -03 -11];

国家统计局

: “

统计数据

”, http: //www.

stats.gov.cn/tjsj/[2022 -0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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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

,

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主要体现为在商品贸易

领域互通有无

,

交换各自经济社会所急需的物资原料

。

邦交正常化以后

,

特

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

,

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

、

先进设

备并利用大量的日本资金

,

日本则积极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建立生

产基地

、

开拓销售市场

。

中国对日制成品的出口

,

带有很强的加工贸易性质

,

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日两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极强的互补性

。

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

按照

“

雁阵

”

发展模式

,

大体上是中国供应石油

、

煤炭等矿物

资源

,

日本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最终产品

,

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工特点

,

是中日经贸关系史中最典型的互补合作阶段

。 80

年代以后

,

中日经贸合作的

互补关系逐渐从贸易领域扩展至直接投资领域

,

日本企业将原材料和零部件等

产品从日本引入中国子公司进行组装

,

并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返销回日本或出

口至世界各地

。

在此过程中

,

贸易和投资密切联动

,

互补关系进一步深化

。

如图

1

所示

,

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

、

中间组装以及下游的各个环节来看

,

日本在上游的研发

、

高端零部件方面和下游的品牌

、

销售等附加值较高环节

占优势

,

而中国在中间加工

、

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环节占优势

,

互补性十分

明显

。

进入

21

世纪

,

中日之间的互补性进入了更高的层次

,

主要表现为中国

在基础设施

、

资金和优质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越来越突出

,

而

日本在高新技术产品及高端零部件

、

精加工能力以及现代化管理和风险管控

等方面优势明显

。

近十几年来

,

中日之间在中低端产品领域的竞争有所增加

,

中国在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领域如高铁建设与运营

、

筑路

、

架桥等行业可与日

本比肩

,

在航天领域

、

超高压输电等行业甚至已领先于日本

,

但这仅仅体现

在个别领域

,

整体而言

,

中国与日本还存在一定差距

。

从最近几年中日贸易

数据来看

,

日本对华出口排名前三位的产品分别是机电产品

、

化工产品

、

运

输机械

,

三项合计占比高达

70%

以上

,

日本产品的特点是技术含量高

、

附加

值大

;

而中国对日出口的前三位产品是技术含量较低

、

附加值较小的通用机

电产品

、

纺织品及原料以及家具

、

玩具

、

杂品

,

合计占比达

60%

以上

。

鉴于

产业结构的非同构性和各自在产业链所处位置的明显差距

,

中日两国在诸多

领域特别是高端技术领域的互补性仍然存在

。

需要说明的是

,

从贸易数据来

看

,

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

, 2021

年已达

23%,

而中

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

, 2021

年已降至

6.1%,

尽管如此

,

目前仍不能简单地断定

“

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度高于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

度

”,

还应考虑中日之间贸易结构的差异

、

贸易产品的可替代性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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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显示中日经济互补性的微笑曲线

  

不仅是在制造业领域

,

中日两国在服务业领域同样存在互补性

。

比如说

,

日本早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

,

特别是农业以及中小企业人手短缺现象比较严重

,

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

富

,

在这种互补性的驱使下

,

中日两国积极开展劳务合作

,

日本成为中国最

大的劳务外派市场

。

中国从

80

年代初开始向日本派遣技能实习生和各类劳务

人员

, 2000—2018

年中国在日技能实习生与劳务人员每年都在

15

万

—16

万

人

,

此后有所减少

,

但即便在疫情严峻的

2020

年仍然有

8.3

万人留在日本

。

①

另外

,

进入

21

世纪

,

随着

IT

革命的进展

,

日本软件业务急剧增加

,

程序员短

缺

,

而中国

IT

人才十分丰富

,

日本将大量的软件业务外包给中方企业

,

目前

在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领域的中日合作已十分成熟

。

近年来

,

中日服务业领

域的互补性在旅游业体现得更为突出

。

中国是人口大国

,

拥有巨大的旅游市

场

。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出境旅游需求不断增大

,

日本成为最受

中国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

从

2014

年开始

,

中国赴日旅游人员几乎以

每年增加

100

万人次的速度迅速扩大

, 2015

年为

500

万人次

, 2016

年增至

637

万人次

, 2017

年增至

736

万人次

, 2018

年增至

838

万人次

, 2019

年增至

959

万人次

,

而且当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高达

1.7

万亿日元

,

接近日本

GDP

的

0.3%,

强有力地拉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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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日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相关资料以及

《

中国商务年鉴

》 《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年鉴

》 《

中国

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

等资料估算

。

张季风

: 《2019—2020

年日本经济

、

中日经贸关系回顾与展望

》,

载张季风主编

: 《

日本经济蓝

皮书

: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

(2020)》,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0

年

,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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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中日经贸关系具有显著的互惠互利性

互惠互利是国际经济合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

中日经贸合作也不例外

,

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

首先是双边贸易带来的双赢效果

。

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

,

特别是改革开

放初期

,

中国通过扩大对日出口获取了经济建设急需的外汇

,

并从日本进口

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

,

使中国在短期内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与生产现代

化

,

有力地保障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

随着双边贸易量的扩大

,

中国对日贸易结构不断升级

,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

。 20

世纪

70—

80

年代

,

日本长期占据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

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

易总额的比例虽有波动

,

但大体维持在

20%

左右

, 90

年代后期以后比重虽然

有所下降

,

但

2021

年仍占

6.1%,

日本依然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

从日

本方面来看

,

从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中期

,

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煤炭

、

石

油

,

缓解了其国内能源紧张局面

;

从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

、

原材料等初级产

品

,

保障了其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

;

对中国大量出口成套设备

,

也给日本

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

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

从

1979

年的

3.1%

上升到

2000

年的

10%,

到

2010

年又升至

20.7%,

此后受中

美贸易摩擦影响出现些许波动

, 2021

年升至

23%。

整体来看

,

自

1978

年之

后

,

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持续增大

,

对日本贸易和日本经济的贡

献也越来越大

。

①

日本对华贸易的迅速扩张拉动了日本对外贸易

,

也带动了日

本的对华投资

。 90

年代中国经济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0%

以上

, 21

世

纪头十年的

“

中国特需

”

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

而

2014

年以后出现的

“

中国爆买

”

对日本经济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

再者是中日双向投资带来的双赢效果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积极吸引日

本企业来华投资设厂

,

日本企业不仅带来先进的技术与装备

,

还带来了丰富

的管理经验和全球性产品销售渠道

,

也扩大了中国的就业机会

。

据初步估算

,

在日资企业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的中国员工大概有

1000

万人

,

中国技术人员

与一线操作人员通过在日资企业的工作得到锻炼

、

学习技能

,

不断提高生产

能力

。

与此同时

,

日本对中国进行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

,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

动力和土地等资本要素建立海外生产基地

,

消解了其国内的过剩生产能力

,

—58—

① 张季风

、

邓美薇

: 《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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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日双边贸易与投资为

视角

》,

载张季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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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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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了产品技术的生命周期

,

也促进了自身产业结构升级

。

进入

21

世纪

,

在

华日资企业实施

“

地产地销

”

的市场导向方针

,

生产的产品大量在中国市场

销售

,

迅速扩大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

整体而言

,

大部分在华日资企业都获

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 2021

年

,

在华日资企业

72.2%

实现了营业收益

“

黑

字

”,

另有

15.1% “

持平

”、 12.7% “

赤字

”。

①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ETRO)

统计

, 2021

年

,

日本在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达

15%

以上

,

远远超

过日本对北美

、

欧洲

、

东盟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资收益率

。

②

另外

,

中国接受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基础设施

建设资金严重不足和外汇短缺的难题

。

日本对华

ODA

中的日元贷款

、

技术援

助

、

无偿援助特别是

“

利民工程

”

项目等

,

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

既推动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前行

,

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拓宽了道路

,

实现了

双赢

。

除此之外

,

中日两国在节能环保

、

科技合作

、

财政金融合作

、

开拓第

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也都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

总之

, 50

年的中日经贸合作

给双方带来互惠双赢效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

正是这种互惠互利性与互补性相

结合

,

实现了中日经贸关系的长期良性循环

。

(

四

)

中日经贸合作效应产生外溢性

———

嵌入全球产业链

两国间长期的贸易往来与投资流动

,

在中日之间形成了以中国负责加工

组装和出售较低附加值的中间产品为主

、

日本更多提供高附加值的精密零部

件与高技术产品为主的供应链体系分工模式

。

③

改革开放以后

,

中国凭借较低

的土地价格

、

高性价比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多方面优势

,

逐渐成为

“

世界工厂

”,

对外资产生了极大的

“

磁石效应

”。

日本企业界敏锐

地抓住商机

,

凭借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

、

高质量服务

、

现代化管理

经验及风险管控等优势

,

加大对华制造业投资力度

,

不仅在中国建设大量生

产基地

,

而且设立许多研发基地

。

日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一部分返销日

本国内市场

,

一部分销往美国

、

欧洲最终消费市场

,

逐步形成了

“

日本提供

高端零部件

→

中国进行组装

→

销往欧美市场

”

的三角贸易结构

,

推动了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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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日本商会 『中国経済と日本企业 2022 年白书』、2022 年 7 月、32 页。

JETRO

根据

《

日本对外资产负债余额

》 (

财务省

、

日本银行

)、 《

国际收支统计

》 (

财务省

、

日

本银行

)

推算

。

参见

: JETRO『2021 年度海外进出日系企业実态调
查

』、https: //www.jetro.go.jp/

world/reports/2021/01/f77677626ebf0fb5.html[2022 -06 -25]。

陈友俊

、

赵磊

: 《

新冠肺炎疫情后日本重塑中日供应链的趋向及动因

》,

载张季风主编

:

《

日本经济蓝皮书

:

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

(2021)》,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1

年

,

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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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网络的形成

。

这种在东亚生产网络支撑下形成的三角贸易成为全球产业

链

、

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骨干基础

。

如图

2

所示

,

中日经贸合作已经完全超越

了两国的疆域

,

镶嵌于东亚生产网络乃至全球供应链之中

,

与世界经济融为

一体

,

产生了多赢的溢出效应

。

注

: (1)

图中箭头的粗细表示贸易额

,

颜色表示中间产品占比

; (2) “

贸易额

”

为

2017

年数据

,

单位为

10

亿美元

图

2 

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生产网络支撑的全球贸易往来

资料来源

: 経済产业省 『通商白书 2020 年版』、2020 年 7 月 7 日、https: //www.meti.go.jp/

report/tsuhaka2020/pdf/-zentai.pdf[2022 -03 -22]。

在中日经贸合作外溢效应的强力拉动下

,

东亚区域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

,

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版图

。 2019

年

,

东亚经济圈

(

中日韩

+

东盟

) GDP

升至

24.5

万亿美元

,

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上升至

28%,

超过

《

美墨加三国协议

》

(USMCA)

和欧盟

。

作为世界生产中心

,

东亚地区形成了非常显著的以中间

产品为主的区域内贸易特征

,

区域内贸易量迅速扩大

。 2019

年

,

东亚区域内

贸易额达

4.3

万亿美元

,

超过欧盟地区

(3.95

万亿美元

)

和北美自贸区

(1.26

万亿美元

)

的水平

,

东亚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生产中心

。

在国际生产网络特别是东亚生产网络中

,

日本处于供应链条的上游

,

是

一些重要科技产业及核心技术的关键掌控者

,

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发挥着引

领国际产业分工的作用

;

而中国仍处于供应链条的中游和下游

,

作为中间产

品的主要供应者和零部件制造加工中心

,

通过中日双边和多边的价值链贸易

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扩张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与中东等地区以

资源供给方式参与全球供应链

、

价值链有所不同

,

中日两国是以制造业和服

务业生产

、

创新活动方式参与全球供应链

、

价值链的国家

,

所以与东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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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特征相吻合

,

中间产品在中日双边贸易中所占比重非常高

。

如表

2

所示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18

年

,

中国从日本进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大体占

60%

以上

,

而中国对日出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大致在

40%

以内

,

中国对

日本高端零部件的依赖程度比较大

。

据中国海关统计

, 2019

年中国自日进口

半导体

、

集成电路以及光学设备零部件达

264.78

亿美元

,

约占日本对华出口

总额的

20%;

而日本对中国的中低端零部件也有一定的需求

。

可见

,

中日产

业结构高度互补

,

生产体系

、

供应体系高度嵌合

。

表

2 

中间产品在中日贸易中的占比

(

单位

:%)

年 份 中国自日进口 中国对日出口

1995 62.0 26.0

2005 69.2 36.8

2006 69.4 38.1

2007 67.3 38.3

2008 65.0 41.1

2009 68.1 33.5

2010 64.0 36.3

2011 63.6 36.6

2012 64.9 35.1

2013 67.1 34.6

2014 65.2 37.0

2015 64.5 37.7

2016 63.5 36.8

2017 62.3 36.8

2018 60.9 37.7

2019 58.4 36.8

2020 56.8 33.5

  

资料来源

:

根据

OECDStan

数据库数据制表

,

参见

: OECD, https: //stats.oecd.org[2022 -06 -25]。

从表

2

还可以看出

,

进入

21

世纪

,

中日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占比呈稳步

下降趋势

。

这一变化反映出中日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

发展

。

一方面

,

中日之间产业链合作不断深化

,

日本企业逐渐把大量产业链

关键环节转移至中国

,

利用中国劳动力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促进高端制造业发

展

;

另一方面

,

中国在不断开放过程中

,

通过技术合作与自主研发

,

逐渐实现

了一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化

。

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中日中间产品贸易占

比的稳步降低

,

标志着中日产业链合作不断迈向高端和深入

,

同时也会进一步

促进全球产业链

、

供应链的升级与重塑

,

中日经贸合作的外溢性会进一步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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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走势

中日经贸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

50

年

,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

中日政治关系

、

日本对华政策

、

世界经济

、

中国经济

、

日本经济甚

至日本政局变化等都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影响

。

展望未来

,

从短期来看

,

世界

经济

、

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均呈减速趋势

,

中日关系日趋复杂化

,

中日经贸合

作面临的挑战明显大于机遇

,

不容乐观

;

但从长期着眼

,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背景下

,

世界格局向

“

一强多极

”

的纵深形态演化

, “

东升西降

”

的发展趋

势日趋明显

,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将继续拉动中日经贸合作在曲折中前行

。

(

一

)

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

中日双边贸易

、

投资依旧低迷

2020

年初发生的新冠疫情至今已近三年

,

对包括中日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

,

中日经贸合作亦受到严重影响

。

这不仅使国际航空业

、

旅游业

、

住宿业和餐饮业遭受重创

,

由于不能开展面对面交往

,

导致正常的贸易洽谈

、

投资环境评估以及科研合作

、

学术交流等都难以实现

,

其影响是多层次

、

全面

性的

。

①

加之日本配合美国打压中国

,

在经济上加速

“

去中国化

”,

两国政治关

系冷淡导致中日经贸关系恢复乏力

,

起起落落

,

徘徊局面难以扭转

。 2022

年

1—6

月

,

中日双边贸易

、

投资再次跌入负增长

,

形势不容乐观

。

中日双边贸易

总额为

1771.38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2.1%,

中国对日出口

835.46

亿美元

,

增长

4.4%,

自日进口

935.92

亿美元

,

下降

7.3%;

而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

10.3%,

中美贸易增长

12.7%,

中韩贸易增长

9.4%,

总额达

1842.46

亿美元

,

超过中日贸易额

。

②

可见

,

中日贸易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相比

,

与中美贸易

、

中

韩贸易相比

,

其发展差距都相当明显

。

从投资来看

,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 2022

年上半年

,

日本在华新设企业

359

家

,

同比减少

17.5%,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

20.2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11.9%;

而同期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7.2%,

美

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

26.1%,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

13.9%。

③

另一方面

,

—98—

①

②

③

庞德良等

: 《

后疫情

·

后安倍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笔谈

》, 《

现代日本经济

》 2021

年第

1

期

,

第

1—26

页

。

中国海关总署

: 《2022

年

6

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

(

地区

)

总值表

(

美元值

)》, http: //

customs.gov.cn[2022 -07 -01]。

中国商务部

: “

中国投资指南

”, https: //fdi.mofcom.gov.cn/come.html[2022 -0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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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半年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仅为

9300

万美元

,

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2021

年为

8.1

亿美元

)。

概言之

,

近几年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波动较大

,

曾有恢复

,

但势头不足

,

若进行横向比较

,

与中美

、

中韩经贸关系相形见绌

。

总体来看

,

中日经贸关系仍处于

2012

年以来的

“

低潮期

”,

特别是

2022

年的数据更令人担

忧

,

为中日经贸合作的恢复蒙上了新的阴影

。

2.

中日政治

、

外交关系冷化与复杂化

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

,

是中日经贸关系绕不开的话题

。

如前所述

,

2012

年秋季日本政府挑起

“

购岛

”

闹剧导致中日关系降至冰点

,

中日双边贸

易和投资也进入低潮拐点

。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并不断升级

,

日本既不

想得罪美国

、

又不想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

采取了观望和

“

骑墙

”

战术

。

2020

年

4

月以来

,

中美战略博弈升级

,

日本紧随美国加大围堵中国力度

。

这

一动作改变了

2017

年以后中日关系平稳向好的大方向

。

岸田文雄上台后

,

日

本延续并拓展了以日美同盟为基石

、

进一步提升日美澳印合作并努力与欧洲

、

东盟等地区伙伴国家携手的总体方针

,

政治上跟随美国在涉港

、

涉疆

、

涉台

等核心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

。

俄乌冲突爆发后

,

日本完全倒向美国一边

,

更加主动充当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进一步冷化

。

中日贸易

也随之陷入后退和徘徊的局面且迟迟未能摆脱

,

日本企业在新增对华投资方

面更趋谨慎

,

增量明显较少

。

在相同的经济环境下

,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贸易

、

投资基本表现为持续增长

,

日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

、

投资也

呈上升之势

,

唯独中日贸易

、

投资下降和相对处于低位

,

足以证明中日政治

关系冷淡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之大

。

3.《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将对中日科技交流产生负面影响

2022

年

5

月

11

日

,

日本国会正式通过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

”。

该法

案是日本第一个关于经济安全保障的系统性法案

,

也是岸田文雄上台以来积

极推动的最重要法案之一

。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这一法案

,

主要是为了防止过

度依赖中国

。

该法主要由四大支柱构成

:

第一

,

确保重要物资的稳定供给

,

强化日本国内供应链构筑

。

半导体

、

医药品

、

稀土

、

镍等重要矿物以及蓄电

池的原材料等产品要形成稳定的供给体制

,

由国家进行检查

;

成为调查对象

的企业

,

需要向国家提交稳定供应生产体制的计划

,

被认定的企业可根据需

要获得国家的金融支持

;

政府将对半导体等战略物资的国内调配提供财政支

持

。

第二

,

确保基础设施安全

。

电气

、

石油

、

铁路

、

航空

、

邮政

、

电信

、

金融

等

14

个领域在导入相关设备前

,

政府将进行安全审查

。

据称这是为了避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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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攻击或信息被窃取而采取的对策

,

如果认为受到攻击的可能性很高

,

国家

就可以发出劝告和命令

,

要求采取必要的措施

。

第三

,

推进尖端重要技术的官

民合作研究

。

日本政府将提供资金支援尖端技术研发

,

以及设立官民协议会

。

为促进核心技术的研发

,

在协议会的参与机构之间

,

可共享相关研究数据等机

密信息

。

第四

,

实行特定专利的非公开制度

。

为防止军用技术外流

,

将允许特

定专利不公开等

。

日本现行的制度是专利申请一年半后原则上要公开

,

因此国

家将对申请人因专利不公开而蒙受的损失进行补偿

。

该法还规定了惩罚措施

,

主要针对相关方在引进重要基础设施设备时提交虚假申报文件或是将指定为非

公开的专利公开等行为

,

相关当事方将受到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100

万日元以

下罚款

。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的施行将分为三个阶段

,

强化供应链和尖端技

术研发方面的条款将在法案公布后九个月内施行

,

涉及重要基础设施的事前审

查制度和专利非公开制度的条款则分别在

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施行

。

寻求经济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诉求

,

本无可厚非

,

但日本出台的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安全保障的正常范围

,

是其追随美国构筑的新

“

巴统

”

和

“

小院墙

”,

是对中国封锁技术的特定产物

。

可以预料

,

短期内日本在涉及半导体芯片

、

电池材料等敏感技术领域的零部件

对华出口有可能受阻

,

将对中日经济和技术交流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

4.“

印太经济框架

”

存在潜在危害

2022

年

5

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期间

,

正式抛出以在经济上排挤中国为

主要目的的

“

印太经济框架

” (IPEF)。

该框架虽然由美国主导

,

但日本也是积

极推动者

,

美日两国对该框架曾进行过多次谋划

。

其内容由四个支柱构成

:

(1)

标榜构筑包容

、

自由

、

公正的贸易关系

。

最重要的是制定数字经济规则

,

还包括环境标准

、

劳工标准

、

新兴技术

、

贸易便利化

、

透明度等内容

。 (2)

打

造更强韧统一的弹性供应链

。

提高供应链的透明性

、

多样性

、

安全性以及可持

续性

,

确保关键原材料

、

半导体

、

关键矿物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可持续获得

,

提

高关键领域的可溯源性

(traceability),

其本质就是

“

去中国化

”。 (3)

清洁能

源

、

脱碳及基础设施

。

参与国在可再生能源

、

脱碳

、

能源效率标准协调

、

限制

甲烷气体排放的新措施等领域开展合作

。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耐久性基础设施建

设

,

通过提供技术合作来提高竞争力以及强化内部连接性

。 (4)

税收与反腐败

。

为了抑制印太地区的逃税和腐败现象

,

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稳健的税收体系

,

防止各国在税收方面的逐底竞争

,

并在反洗钱

、

反行贿受贿方面开展合作

。

“

印太经济框架

”

并非具有法律意义的经济框架

,

四大支柱涉及的内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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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

含有许多安全方面的内容

。

这些内容大多与美国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

,

排斥中国的指向十分明确

,

给予参与国的利益并不多

。

于日本而言

,

该框架

不仅是剥夺自己在亚太的经济主导权的举措

,

因为其中存在排除中国的内容

,

也就意味着日本在华产业链

、

价值链布局等巨大利益遭到捆绑

。

而且

,

美国

并没有在降低关税上给予红利

, “

印太经济框架

”

有口惠而实不至

。

鉴于

“

印

太经济框架

”

并没有法律效力

,

虽然在拜登任内可能向前推进

,

但最终的结果

可能是随着拜登总统下台而被废弃

。

目前

IPEF

正在收集和拟定谈判议题

,

预计

会有早期收获

,

有可能扰乱目前亚太地区基于市场的国际分工体系

,

与

RCEP、

CPTPP

等合作机制相对冲

,

自然也会对中日经贸合作形成一定的潜在威胁

。

5.RCEP

生效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

RCEP

的生效对于区域供应链的健全和发展意义重大

,

作为日本与中国

、

韩国间的首个自贸协定

,

其对于推动中日经贸合作

、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乃至

全球经济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

此前

,

在

WTO

框架下

,

中日经贸合作仅适用最

惠国待遇税率

,

始终没有达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

,

有了

RCEP

这样一

个外力推动

,

或能促进中日经贸合作进入新阶段

。

①

RCEP

生效后

,

中日两国之间零关税产品覆盖率将大幅提高

,

中国对日本

进口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将从目前的

8.4%

大幅攀升至

86.0%,

更广阔的贸易

市场将得以拓展

。

在服务贸易方面

,

中国提高日本重点关注的证券金融服务业

、

老龄人口服务业以及房地产服务业的承诺水平

,

日本则向中国重点关注的房地

产

、

金融

、

运输等服务业部门做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

还有原产地累积原

则

,

将大大降低原产地的门槛

,

使包括中日贸易在内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更加便

利

。

根据

RCEP

相关规定

,

中日双方在投资方面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

,

进一步

开放制造业

、

农业

、

林业

、

渔业

、

采矿业五个非服务业领域的投资

,

提高各方

政策透明度

,

并纳入知识产权

、

电子商务

、

市场竞争

、

政府采购

、

中小企业等

领域规则

,

双向投资将更加便利

,

对第三方市场的投资也将迎来更多机遇

。

(

ニ

)

中日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

1.

短期走向

如前所述

,

当前影响中日经贸关系走向的诸多重要因素正在向消极方向变

化

。

从非经济因素看

,

第一

,

全球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

,

对中日经贸合作面

—29—

① 参见张季风

: 《RCEP

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

:

机遇

、

挑战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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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

》 2021

年

第

4

期

,

第

69—81

页

;

张季风

: 《RCEP

框架下中日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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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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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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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交流的制约影响依然持续

;

第二

,

美西方打压中国的节奏丝毫没有放慢

,

中日关系尚处于冷化

、

诡秘状态

,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

,

将导

致中日关系更加复杂

;

第三

,

日本

“

去中国化

”

的政策短期内不可能解除

, 《

经

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以及

IPEF

对中日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出来

。

再

从经济因素看

,

第一

,

世界经济再度下滑

。

俄乌冲突爆发后

,

国际原油

、

天然

气

、

粮食等大宗商品涨价

,

通货膨胀席卷美欧日等西方世界

,

使刚刚好转的世

界经济又趋于下行

。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2

年

4

月发表的

《

世界经

济展望

》,

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6%,

较

1

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

0.8

个

百分点

。

①

第二

,

中国经济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暂时困难

。 2022

年上半年实

际

GDP

增长仅为

2.5%

②

,

下半年可望强劲恢复

,

但各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

第三

,

日本经济低迷依旧

。 2022

年第一季度日本实际

GDP

再次跌入负增长

,

第

一次速报值为

-1.0%,

据

IMF

预测

,

全年可能实现

2.4%

的微弱正增长

③

。

综上不难看出

,

环绕中日经贸关系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

挑战明显大于机

遇

,

加之难以预料的

“

灰犀牛

” “

黑天鹅

”

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

各种不确定性

叠加影响

,

中日经贸关系在未来两三年内走出低潮并取得突破性进展难以期待

。

2.

中长期展望

但是

,

从中长期着眼

,

未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比较乐观

。

前

50

年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成为驱动中日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

,

未来中国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会继续拉动中日经贸合作持续前行

。

在影响中日经贸关系

的因素中

,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决定性因素

;

而且

,

在所有因素当中

,

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最确定的因素

。

目前中日经贸关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

困难也将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稳定发展而发生改变

。

第一

,

日本与中国经济完全

“

脱钩

”

很难实现

。

美国联合盟友搞小圈子

,

日本紧随美国节奏

,

试图与中国经济

“

脱钩

”,

出台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

法

》,

配合美国力推

“

印太经济框架

”

等

,

都是为了实现经济上加快

“

去中

国化

”。

然而

,

如此逆潮流而动

,

恐怕难以得逞

。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

通

过长期合作与磨合

,

按照市场规律实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

,

东亚生产网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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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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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展望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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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https: //www.imf.org/zh/Publications/

WEO/Issues/2022/04/19/world -economic-outlook -april-2022[2022 -07 -01]。

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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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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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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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展望

》, 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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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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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产网络得以形成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产业链

、

供应链和价值链

,

很难

想象在短期内有能替代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地位的经济体出现

。

事实证明

,

与中国经济全部

“

脱钩

”

几乎不可能

,

连美国自身都做不到

。

美国与中国打

了几年的贸易战

,

其结果是中美贸易额不断上升

, 2020

年增长

8.8%, 2021

年增长

28.7%, 2022

年上半年增长

12.7%,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没有减少

。

美

国尚且如此

,

日本想与中国经济完全

“

脱钩

”

更是天方夜谭

。

在美西方企图在

尖端技术领域对中国

“

卡脖子

”

的背景下

,

存在日本与中国在个别尖端科技领

域局部

“

脱钩

”

的可能性

, 《

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

在短期内可能奏效

,

但任

何技术都是有

“

鲜度

”

的

,

长期束之高阁

,

其价值将很快下降甚至消失

;

无论

是技术转移还是科技成果转化

,

社会需求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

想要搞封锁

,

不

会太长久

。

同样道理

,

旨在围堵中国的

“

印太经济框架

”

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

第二

,

日本恢复经济

,

理应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泡沫经济崩溃后

,

日本经济一直没有彻底复苏

, 1991—2021

年的

31

年间

,

其年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仅为

0.7%,

始终处于低迷状态

。 2020

年疫情暴发

,

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 2020

年度实际

GDP

增长率为

-4.5%, 2021

年度为

1.7%,

虽然实现了由负转正

,

但远低于预期

, 2022

年第一季度为

-1.0%,

估计全年度增长率不会超过

2%。

①

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已在

2021

年恢复到疫情

前水平

,

只有日本尚未达到

。

更为严峻的是

,

当下日本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

,

存在再次重蹈

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出现的

“

滞胀

”

困境的风险

,

而日元暴跌

推升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

可能导致经常收支逆差进而带来各种连锁反应

。

日本如何解决经济复苏难题

?

美国是靠不住的

,

而且美国自顾不暇

,

不

可能出手相助

。

如前所述

,

美国所主导的

IPEF

给日本带来的经济利益不大

,

能给日本带来直接利益的只有

RCEP,

其中中日贸易所占权重最高

。

从长期着

眼

,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其市场容量会越来越大

,

很快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

而日本国内市场早已饱和

,

加之人口深度老龄化

、

政府长期债务负担过重

、

潜在经济增长率低迷等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

,

扩大

外需对日本经济发展而言尤为重要

。

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

场

,

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

1/5

以上

,

很显然

,

加强与中国的经济

合作是日本摆脱经济困境

、

实现所谓

“

新资本主义

”

目标的最佳选择

。

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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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同日本继续保持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

。

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

,

中日两国互惠互补的经贸合作已形成了

深度融合的伙伴关系

。

无论是在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

、 “

双碳

”、

医疗康养

、

金融服务及第三方市场等领域

,

中

日双方互补性强

,

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潜力巨大

。

从长期着眼

,

符合中日

两国根本利益的经贸合作关系定会克服各种挑战与困难而行稳致远

。

四

、

结

 

语

尽管当前中日经贸合作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干扰而处于低潮期

,

但中日两

国互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变

,

经贸合作对于两国的重要性

以及作为双边关系

“

压舱石

”

的作用没有变

。 “

沉舟侧畔千帆过

,

病树前头万木

春

。”

我们还应当看到

,

对中日经贸合作的利好因素也在上升

。

中国经济正在克

服眼前的各种困难

,

稳字当头

,

稳中求进

,

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

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

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的基础上

,

中国继续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

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

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工商

界带来更多机遇

。

在华日资企业在中国长期耕耘

,

对中国市场有更切身的理解

,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发布的

“2021

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经营情况调查

”

数据

显示

,

关于

“

中期

(

未来三年左右

)

有可能开展业务的国家和地区

”,

中国得

票率为

47.0%,

继续保持第一位

。

①

这说明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仍充满信心

。

未来的中日经贸合作还会遇到各种挑战

,

但在

RCEP

框架下

,

中日经贸

合作应对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将有所提高

。

可以预料

,

疫情结束后

中日双方的人员交往和经济合作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

中日两国具有长期的经

贸合作历史和合作基础

,

前

50

年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特点如中日经

济之间的互补性还将长期存在

,

中日经济合作的互惠互利性以及合作效应的

外溢性更将永远存在

,

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牵引下

,

下一个

50

年

的中日经贸关系依然前景可期

。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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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际协力银行 『わが製造业企业の海外事业展开に

関

する调
查

报告 —2021 年度海外直接投资

アンケ

一

ト结果 (第 33 回)—』、https: //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press-2021/1224 -

015678.html[2022 -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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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continuouslyoverthepast50 years.Thefoundation ofthatprogressrelyon thefour

politicaldocumentsreached byboth Chinaand Japan.Thespiritualorigin and guidingprincipleof

post-warChina-Japan relationsconstructed by“theSino-JapaneseJointStatement” and “the

Sino-JapaneseTreatyofPeaceand Friendship” arethestartingpointand destination ofthese

bilateralrelations.On itsextension line, Chinaand Japan jointlysigned the“China-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Committed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China-Japan JointStatementon ComprehensivelyPromoting Strategic

ReciprocalRelations”, which areapowerfulresponsetotherequirementsofthetimesatamajor

historicaljunctureand providesastrongpoliticalguaranteeforthedevelopmentofthisbilateral

relations.Atpresent, China-Japan relationsareatthecrossroadsofhistoricaldevelopmentand

revisitingtheoriginalaspirationsand continuityofChina-Japan relationsaftertheend ofWWII

through thefourpoliticaldocumentsisundoubtedlymeaningfulin thinkingaboutthewaytobuild a

newmodelofChina-Japan relationsthatmeettherequirementsofthenewera.

TheChangeofJapanesePoliticsandJapan’s“Normalization” Since1972

LiHanmei

In theearly1970s, Japan becameaworld economicpowerand achieved itsgoalofmodernization.

Japan’snationaldevelopmentbegan tochangefromthemodernization catch -up modetothepost-

modern mode.Accordingly, Japan’spoliticalsystemalsostarted theprocessoftransformation.

Afterthe1990s, theend oftheCold War, therapid developmentofglobalization, theriseof

Chinaand thegreatchangesin 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and economicpattern had ahugeimpact

on Japan in transition and added newvariablestoitspoliticaldevelopment.Astheguidingideology

ofJapan’snationaldevelopmentturned toneo-conservatismand the“NormalCountry” theory,

thereformofJapanesepoliticscontinued toadvance.In addition, profound changestook placein

manyaspects, such aspartystructure, powerstructure,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and

officials, and decision -makingsystem.Japan’snationaldevelopmentdirection hasshifted

significantlyto“normalization ofthecountry”, and thepost-war“conservativemainstreamroute”

hasended.

Fifty YearsofChina -Japan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 Changesand

Prospects Zhang Jifeng

Thegreatachievementsin bilateral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sincethenormalization ofChina-

Japan diplomaticrelations50 yearsagoaretheresultofavarietyoffactors.Thevigorous

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isthefundamentaldrivingforceforthesound developmentof

China-Japan 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and China-Japan 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hasalsocontributed tothe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Thetwosidespromoteeach otherand

complementeach other.With China’ seconomicdevelopmentasthemain line, 50 year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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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and Japan can bedivided intofivestages, and in

each stageofChina’seconomicdevelopmenton 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and

Japan playsadifferentrolein driving, themain indicatorsofChina-Japan economic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an importantindicatorofeconomicdevelopmentin Chinaisalmostentirelyon the

direction ofconvergence, thereisan obviouscorrelation.Thecomplementary, mutualbenefitand

spillovereffectofChina-Japan 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havealsopromoted thehealthy

developmentofChina-Japan 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Atpresent, thepoliticalrelations

between Chinaand Japan arequitetense, thepressureofslowingdown theworld economyand

China’seconomyisincreasing, thebilateraleconomicand traderelationsfacemorechallenges

than opportunities, and theshort-termfutureisnotoptimistic.However, in thelongrun, with

thehigh -quality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 theeconomicand trade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and Japan in thenext50 yearsisstillpromising.

Japan’sSocialChangesandItsImpactonSino -JapaneseRelations

Wang Wei

Fromaround thetimeofthenormalization ofdiplomaticrelationsbetween Chinaand Japan untilthe

late1980s, Japan had arelativelyrationaldemographicstructure, thedivision offamilyroleshad

been established, Japanese-stylebusinessoperationshad been successful, peoplewerewelloff,

and thesocialsystemwasfunctioningwellin suppor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 the1990s,

Japan’sbubbleeconomycollapsed, and Japanesesocietyentered anewstageofdevelopment.

Greatchangestook placein severalmajorareassuch aspopulation, family, laborand employment

and socialclass, with thepost-warsocialsystem collapsingand thenewsystem stillbeing

built.Japanesesocietyisatatransition stagewheretheold systemhaschanged and thenewsystem

needstobebuilt.Thatprocesswillhavean impacton Japanesesocialpsychologyand theChina-

Japan relationswillalsobeaffected.

The“KnowledgeableDiplomacy” Urgently NeededinSolving theDiaoyuIsland

Issue: Commemorating theFiftiethAnniversary oftheNormalizationofChina -

JapanDiplomaticRelations LiuJiangyong

“Clarifyingdisputes” on thesovereigntyownership oftheDiaoyu Islandsthrough “ knowledgeable

diplomacy” isarealissuethatChinaand Japan cannotavoid in thenewera.Theso-called

“knowledgeable diplomacy” meansthatthrough the continuous dissemination ofcorrect

information, onecountry’sforeign decision -makingmistakesand thedeterioration ofitsfeelings

forothercountriescan beprevented based on misjudgment.“Knowledgeablediplomacy” isnot

limited toofficialdiplomacybetween governments.Asan importantformofpublicdiplomacy, its

subjectincludestheofficialand folk ofthecountry, and itsobjectincludestheofficialand folk of

thetargetcountryand even alllevelsofsociety.Carryingout“knowledgeablediplomacy” isn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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